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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衰亡探析

张 徐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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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业公会并存到金融业同业公会筹

备会、金融业同业公会三个阶段，仅三年半的时间，不仅曾经享誉经济金融界的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消亡

了，金融业同业公会也最后走向终结。不可否认，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消亡是由于私营金融业行业整体的消

失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实际上在私营金融业改造之初，金融业同业组织以往服务于同业的职能已大

部分丧失，促使其快速走向衰落，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早衰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产生影响。

民国时期，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有三个，即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银行公会）、上海
市钱商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钱业公会）和上海市信托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信托业公会），分别为银
行业、钱庄业和信托业行业组织，其对内协调本行业事务，对外维护行业利益，自成立始便在本行业与
政府、工商、社会之间充当沟通中介，为本行业的正常运作与发展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近年来，学
术界已经问世了一批具有相当分量的有关研究成果①。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新政府对上海全市
工商业同业组织进行整顿与改组，责令以上三业公会合并组成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以下简称金融
业公会），仍担负着对整个金融业的内部协调和对外联络的任务。合并后同业组织规模空前扩大，事
务理应更加繁重，在同业中发挥的作用也应更加强大；但事实却出乎意料，其职能反而逐渐弱化，不到
三年的时间，竟变得无所事事，不得不清理结束。目前学术界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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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法国学者白吉尔：《上海银行公会（１９１５～１９２７）：现代化与地方团体的组织制度》，《上海研究论丛》１９８９年第３辑，上海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朱华、冯绍霆：《崛起中的银行家阶层———上海银行公会早期活动初探》，《档案与史学》１９９９年第６
期；吴景平：《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述评》，《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社会科学》２００７
年第５期；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郑成林：《从双向桥
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１９１８～１９３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郑成林：《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上海银行公
会与国民政府关系述论》，《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银行信用制度的演进》，《浙江
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组织系统述论（１９１８～１９３６）》，《近代史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３辑；郑成林：《上海银
行公会与近代中国票据市场发展》，《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５期；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史
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王晶：《上海银行公会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张天政：《上海银行公会研究（１９３７～１９４５）》，上海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张天政：《孤岛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中国金融史集刊》第２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张天政：
《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４期；张天政：《略论上海银行公会与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张天政：《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后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
的活动》，《史学月刊》２００４年第７期；张天政：《“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杜恂诚：《近
代上海钱业公会的准入与退出管理》，《中国金融史集刊》第１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李一翔：《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
公会的合作关系探析》，《中国金融史集刊》第２辑；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１９１７～１９２７年）》，
《历史教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邹晓昇：《压力集团的抗衡：１９３１年上海钱业公会请求另订钱庄法之争》，《中国金融史集刊》第２
辑。另有多部学术专著，如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近代中国钱业习惯
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３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李一翔：《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的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等，也有相关内容。



少①。三业公会在历史上都曾经历过多次改组，虽然名称几番更改，但仍沿袭着独立性；上海解放后，
三业公会主动配合新政府的整顿与改组，其结果是走向历史的终结，这一现象颇值得研究。本文主要
以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为基础，考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金融业
同业组织的新的角色定位与职能演变，探讨其迅速衰亡的原因。

一

上海解放之际，金融业的三个同业组织并存，其中银行公会有会员１４７家（包括外商银行），是当
时会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力也最大的金融业同业组织；钱业公会有会员８０家，信托业公会会员则
为５家②。虽然不能与全盛时期相比，但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金融业同业组织还是具有相当规模
的，三业公会在指导本业应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时局剧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银行公会的多位领导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各种原因而离沪，使公会的运作面临瘫痪，在这种

情况下，留沪的负责人挺身而出，指出“在此大局空前转变时期，金融尤为重要”，“本会负百数十家会
员之重寄，动止所关，息息相通”③，考虑到原组织不能适应面临的新环境，因而在理事会下特设会务
委员会，由理事和会员中选任１１位委员，主持会务工作，以保障会员的利益。与此同时，钱业公会和
信托业公会也在时局变动之下，维持公会的运作，指导同业应对。
三业公会不仅遵从各自宗旨，维护本会会员利益，而且能够求同存异，在纷繁复杂的时局变化下

共同维持金融市场的安定。如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６日成立三业公会小组委员会，意在加强金融业的内部
协调，共同处理日常事务和紧急事项，一个月的时间里开会达２１次。而对于金融业日常运作至关重
要的机构票据交换所，由于其原有执行委员会委员离沪而陷于瘫痪状态，银、钱两公会便成立临时管
理委员会，以应付危局。５月上海解放后，三业公会审时度势，以大局为重，配合新政府的金融政策，
致力于恢复正常的金融秩序，成为新政府与私营金融业的联系中介，在新政府对金融业实施最初的管
理整顿中，三业公会也积极行动，与新政府进行频繁沟通。应当讲，这一时期的公会组织在同业中享
有极高的威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５月３０日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成立，分别负责对整个上海私营金融业的行政管理
和业务指导工作，意味着对私营金融业进行直接的领导。８月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司令部颁
布《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指定“各地中国人民银行为各地银钱业之管理检察机关，协助
各级政府管理银钱业事宜”，并规定了私营银钱业的业务方向和范围。新政府通过颁布法令法规，加
强中国人民银行对私营金融业的管理与监督，这也意味着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三业公会，其管理银、钱、
信托三业的实际地位开始下降。

１９４９年下半年私营金融业在重新登记、增资验资过程中，因无力增资、违法经营等原因停闭３６
家，１９５１年上半年因上海金融风潮而停业倒闭９５家④。在此困境下，私营行庄认识到由以往的个体
经营走向联合经营，是政府对私营金融业指明的发展方向。从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
的推动与帮助下，４０余家私营中小行庄公司彼此联络，相继组成四个联营集团，进行多种业务的联合
经营。１９５１年，继１０余家大银行逐步实现公私合营，成立三个公私合营联合总管理处后，中小行庄
公司将原来的四个联营集团进一步合并为上海市金融业第一联营总管理处和第二联营总管理处。五
个联营联管组织分别实行组织、人事、业务和财务四方面的统一，都有国家银行派出的公股董事或干
部参与领导，这使得私营行庄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更为直接和便利，原由同业组织所承担的中介作用丧
失，金融业同业组织的作用明显被边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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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仅有张徐乐：《上海银行公会结束始末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吴景平、张徐乐：《上海解放初期的钱业公
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张徐乐：《上海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述略》，《中国金融史集刊》第２辑，复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④　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２）》，第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５，１９３、１９７页。
《银行公会第３４次理监事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８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３－１－１４９。
（本文征引档案全部为上海市档案馆藏档，下文不再一一标出）。



“三反”“五反”运动后，私营行庄的信用大大动摇，生存环境更加恶劣，１９５２年５月中央财经委员
会发出指示，要求金融业进行全面改造；中国人民银行也制订了“彻底改造合营银行，坚决淘汰私营行
庄”的方针。由此，尚存的６２家私营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积极筹备大合并，于１２月１日成立了统一
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至此，可以认为私营金融业作为一个行业已不复存在。需要说明的
是，在此之前，三业公会已经实行合并，成立了金融业同业公会，作为当时金融业唯一合法存在的同业
组织。而私营行庄的大合并也意味着，金融业同业公会的会员除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
行３家外，其他成员全部消失。在此情况下，金融业同业公会不得不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上海市工商业
联合会请示：“本公会基层组织的会员单位起了很大的变化，此后本公会是否有存在必要……如无必
要，并请接收，以资统一。”①１９５３年２月，工商业联合会复函：“所请定期接收一节，兹经报奉本市人民
政府工商局，本月１３日沪商市一字第８３３７号通知同意你会即日结束撤销，由本会接收。”②上海金融
业同业公会在成立运作了两年后结束，这也宣告了在中国存在３０余年、具有近代意义的民间金融业
同业组织走向终结。

二

如上所述，私营金融业全行业的消失使金融业同业公会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然而回顾上海解放
后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金融业公会职能的衰落早在私营金融业改造之初就已经显
现。事实上，新中国政府对私营金融业和民间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改造是同时并行的，而且是由两个不
同的政府机构分别监督与执行。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７日即上海解放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
制委员会成立，其下属的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代表新生的人民政权负责对金融业的接管和整顿工
作。８月２１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司令部颁布《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私营金融业进
入依法经营时期。与此同时，对工商业同业公会的整顿与改组则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负责，具体
由其新成立的下属机构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执行，并于８月２６日颁布《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筹备会简章》。根据简章规定，工商联筹备会接管原上海市工业会和商会，对全市工商业同业组织进
行整顿，使整顿后的新的同业组织能够成为政府了解工商各业经营状况的媒介，并能够协助政府推行
各项政策法令。由此，旧的同业组织或裁或并或改组。银行、钱庄、信托三业公会因业务性质相同，根
据精简原则予以归并。三业公会经过充分的协商与酝酿，于１２月２８日合并成立了金融业同业公会
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业公会筹备会）③。一年以后，即１９５１年１月成立了正式的金融业同业公
会（以下简称金融业公会）。
那么，三业公会经过改造相继成立的两个新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在其存续的三年多的时间中，具

体都执行了哪些职能？以下分别进行考察。
金融业公会筹备会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进行会员资格的重新审定与登记以及其他各项筹备工作。

在此期间，也仍沿袭以往三业公会的宗旨，把服务同业作为重要任务，如定期收集资料，编制行庄公司
各种存款表和存款来源分析表、放款种类表和放款对象分析表、流动资金种类表、收支总额及盈亏数
统计表等，备同业参考。此外，有时还根据同业的需要，临时征集资料或按已有资料编制某些统计，内
容非常丰富，对同业的业务参考和指导起了重要作用。当同业遇到困难时，竭尽全力地帮助，如１９５０
年上半年上海市金融业停闭风潮时期，私营行庄公司大批停闭，私营金融业处在极度危机之中，金融
业公会筹备会即召集行庄公司代表大会，议决设立临时拆放委员会，建立基金以备资金周转困难的行
庄使用，并酌减利率；当所设基金数量不敷使用时，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便转向中国人民银行拆款８００
亿元④，帮助困难的行庄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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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致工商联函》（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２８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４－１７９。
《为金融业公会宣告结束》（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５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４－１９。

详见张徐乐：《上海银行公会结束始末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吴景平、张徐乐：《上海解放初期的钱业公
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金融业公会筹备会第十次会议记录》（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４－３。



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也仍在政府与行业之间充当联络者，如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的指示，敦
促各行庄公司按日、周、月编制各种业务表报，收齐后定期向华东区行汇报，使其了解各行庄公司的业
务经营状况。当各行庄公司有要求或建议时，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便代表同业向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
行转达情况，并为同业争取相关利益。１９５０年上半年行庄公司的困难时期，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依据
公私兼顾的原则，多次开会讨论并把意见向主管当局恳切陈述，先后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方面的多种照
顾，如办理同业临时转抵押；增加联合放款及同业存款拆借次数；同业定期存款利息，按一般定期利息
加１５％计算；各种存款准备金利息，一律按３０天定存息平均计算①等等，这些照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同业的困难。

金融业公会筹备会总计存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其结束大会上，主任委员项叔翔这样总结：
“同业公会的主要任务是担负着政府与同业之间的桥梁作用，他一方面是深入传达和推行政府政策法
令以及工商联的指示，使同业彻底了解政策法令的意义，并促进切实的具体执行；另一方面他要随时
反映同业的情况和同业的建议，贡献给政府作为决定政策的参考。同时他又是同业之间互相团结、互
相勖勉改造的共同组织，也是产业与产业之间互相协助、共同推进的组织。”②可谓高度地概括出三业
公会合并之后金融业同业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即：一是在政府与同业之间担负上传下达的任务，二是
行业互助团结、共同改造。可以看出，金融业公会筹备会的实质职能已经与三业公会时期存在明显的
差别，除了为同业的经济利益服务之外，还要担负一定的政治任务。

随着各项筹备工作的完成，金融业公会筹备会的使命结束，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
公会正式成立，但是会员数量遽减了一半以上，只剩下７０家左右。根据《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组织
章程》规定，金融业公会的宗旨为“团结并指导同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依据共同纲领之规定，贯彻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总方针，而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新公会被赋予
的任务有八项，即（１）推行政府金融政策及政令；（２）执行工商联指示及决议；（３）进行同业间之团结与
教育；（４）调查研究同业情况及反映同业建议；（５）协助调整公私关系及对工商业关系；（６）协助调整劳
资关系及调解同业争议；（７）协助同业对于业务管理、技术及机构之改进；（８）办理有关同业共同利益
事项③。由此看出，尽管新公会仍然是一个为同业服务的机构，但在与政府关系上，与金融业公会筹
备会时期相比，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上传下达的中介，更多地成为一个政府政策的执行机构。

金融业公会正式成立时，正是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之际，国家财政经济工作把稳定物价、沟通城乡
关系作为重要任务，政府当局明确希望上海金融业起到带头作用④。因而，公会成立之初，便积极筹
募资金，其中８亿元慰劳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救济朝鲜难民，另有２亿元慰劳中国人民志
愿军家属⑥。金融业公会还于９月２６日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专职负责有关推进抗美援朝运
动的工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的日子，金融业公会捐献了战斗机１２架作为献礼⑦。

随后，又把做好优待烈军属工作作为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金融业公会主动改善贷款方式，抑低放款利率，并订定统一的《行庄
与工商业订立业务合同暂行办法》，帮助行庄与工商业订立业务合同和存放汇合约。当然，编制金融
业的业务资料仍是金融业公会的重要工作，如要求各行庄公司按周造送调整准备金报告表、存放款对
象表，按月造送月计表等，然后汇编成册。金融业公会还编制了厂商行号呆账户名录，提供给各会员
行庄公司，便于进行放款等业务时参考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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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成立后工作概要》（１９５０年８月１日），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３－４－１。
《上海金融业公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记录》（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０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４－３。
《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组织章程草案》（１９５１年１２月），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４－１９。
《盛丕华、许涤新在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１９５１年１月２８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

Ｓ１７２－４－３。

⑦　张徐乐：《上海私营金融业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２）》，第３１４、３１５页。
《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６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
４－２。



金融业公会还经常组织行庄公司进行学习，以提高对政府金融政策的理解，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
水平。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抗美援朝运动以及镇反运动中，号召全市同业签订爱国公约，在拥护世
界和平宣言上签名等，在爱国主义宣传和教育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

综上所述，金融业公会的工作内容已经与三业公会时期相差甚远，其定位发生改变。至五个联合
总管理处成立，无论是业务的推进，还是代表私营金融业与政府往来，都由各个总管理处自行解决，金
融业公会处境开始变得尴尬。根据金融业公会制订的工作计划，１９５１年最后两个月的工作内容为：
（１）继续清理银行俱乐部的欠租；（２）前钱业公会四楼拟出租与财金工会，但因有职工物件堆积，当与
本公会基层工会协商，商妥后即行出租；（３）按照房屋危险程度的轻重，继续进行修理；（４）办理本公会
各项房地产、有价证券及器具的重估，争取在１２月份内完成；（５）审核本公会逐月财务计划及财务总
结①。基本上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善后事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１日五个联合总管
理处实行合并，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联营总管理处，也就是说，在金融业公会向工商联提出希望被“接
收”的请求时，至少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里，金融业公会已经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
通过对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与金融业公会实际职能的考察，可以看出金融业同业组织本身也是新

政府对私改造的直接对象，在上海市工商局和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的监督与指导下，金融业同业组织
与所属会员行庄公司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型关系。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直接领导下，随
着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逐步深入，金融业同业组织对原会员的职能逐步丧失，直至处于一种不
作为或者不能为的状态，其存在失去意义。因而，如果认为仅仅是因为私营金融业的消亡致使金融业
同业组织走向终结，似乎过于简单。那么金融业同业组织是怎样丧失了当初在同业中的影响力而走
向衰亡呢？

三

三业公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银行公会。银行公会自１９１８年成立后，常能依据不同时期同业的
需要，组建新的附属机构，如１９３２发起组织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通过联合准备、办理拆借等
手段，以调剂盈虚，起到维持市面、稳定金融秩序的目的；为了给同业培养人才，研究银行实务以服务
同业，１９３２年成立了银行学会；为了方便同业进行票据清算，１９３３年设立上海票据交换所；１９４６年与
钱业公会联合成立上海市银钱业联合准备会，掌握着同业拆借市场。更有早在１９１７年创办的《银行
周报》，被誉为全国银行同业的重要喉舌，等等。这些增设的机构壮大了银行公会的职能，增强了会员
对银行公会的凝聚力，银行公会的实力和服务能力自然也加强了。可以说，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银
行公会已经成长为一个内部机构完善、职能健全的同业组织。然而自１９４９年８月开始，银行公会和
钱业公会、信托业公会接受新政府的改造，至１９５０年年初三业公会向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办理移交之
时，所有以上附属机构同时全部移交，金融业同业组织的功能遽减。

１．银行学会被清理，金融业同业组织不再拥有服务同业的学术阵地
银行学会是附设于银行公会的重要组织，也是民国时期唯一的全国性金融业学术团体，是银行公

会为同业培养人才，研究金融实务的学术阵地，极大地增强了会员对银行公会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以后，华资银行业获得快速发展，建立一个银行业专业团体以便从学术上和人才培养上
对银行业的发展进行指导，成为当时银行界的共识。在张公权、贝淞孙、李馥荪等倡议下，１９３２年１２
月９日银行学会正式成立，通过《银行学会章程》，以“促进本国银行界研究银行学术及养成银行业实
用人才为宗旨”②。银行实务研究是银行学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著名的银行包括中国、交通、上海
商业储蓄、浙江实业、浙江兴业、盐业、金城等银行都参与了实务研究会的活动。实务研究会每周举行
一次，由各会员银行推派代表参加，共同讨论解决各行日常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内容包括仓库、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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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融业同业公会九、十月份工作报告和十一、十二月份工作计划》（１９５１年１１月１６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

Ｓ１７２－４－５９。
《银行学会第一次理事会记录》（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３日），上海银行学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６－１－１。



箱、储蓄、信托、印花税、会计、单据、国外汇兑等诸多方面，实用性很强。对于诸如改进银行业务、金融
立法、税收政策等问题的讨论意见，还成为政府制定金融法规的理论依据。
培训银行从业人员是银行学会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如成立银行补习学校、函授学校，增进银钱业

职员之学识；１９３５年设考选委员会，招考非银行界之高中生、大学生，成绩合格者由银行学会向银行
推荐。并邀请知名专家撰写银行实务著作，备大学商学院及金融界人士使用；出版定期刊物《金融导
报》《银行学会会刊》《银行周报》，刊登金融经济论文、各项资料统计等，不仅为会员提供资料参考，而
且成为学会与会员之间沟通消息的媒介。
银行学会的建立应该是上海银行业进步的象征，其将学术研究与银行实务结合在一起，可以说为

银行业的全方位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更加密切了各会员与银行公会的往来之谊。需要强调的是，银行
学会一直努力维护自身独立性，和政府保持相当的距离，努力成为一个真正专业的学术团体，为众会
员所信赖。上海解放后，银行公会向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办理移交时，作为与银行公会紧密相关的银行
学会自然也须进行清理，１９５０年３月３日银行学会正式向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办理移交手续。可以说
新成立的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失去了一项重要职能，也失去了一个联系会员的重要媒介。同年８月１２
日中国金融学会在北京成立，直属中国人民银行，旨在“组织公私金融业从业人员，共同学习国家金融
政策，并研究执行政策的业务经营方式，以达到提高公私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政策水平为目的”①。中
国金融学会成为当时公私金融业唯一的学术团体，与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不再有直接关系。

２．《银行周报》停刊，金融业同业组织失去了联络同业的“喉舌”
银行业、钱庄业和信托业三业公会并存时期，各业都有自己的刊物，作为本公会与会员沟通的重

要手段，也是社会其他行业借此了解三业公会的重要渠道，可以称作为行业的喉舌，是三业公会增强
会员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钱业公会的机关刊物为《钱业月报》，由秦润卿等于１９２１年２月倡议创办，以“联络同业之感情，

维护公共之利益，促进其业务上之发达，矫正其习惯上之弊端”为宗旨，一直是钱庄对内交流的重要媒
介。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各会员钱庄经营每况愈下，《钱业月报》的经费得不到保证，维持至１９４９年

５月停刊。信托业的机关刊物是《信托季刊》，由朱斯煌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日创办，旨在“拟公开讨论信
托事业，及一般社会经济民生习惯”。同样由于经费等原因，于１９４１年停刊。
银行公会的机关刊物是《银行周报》，创刊于１９１７年５月，１９５０年３月３日停刊，是金融界创刊

最早、历时最长、影响也最大的刊物。辛亥革命后，随着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亟须理论与信息方面的支
撑，当时的银行家们为了传播金融知识，促进银行事业的发展而创立此刊物，其定位是“全国金融的枢
纽，克保独立自尊之风，不受政治潮流之影响”。《银行周报》先后开设十多个栏目，包括通讯、讲座、专
论、调查、转载、统计、法令、职工园地、经济汇志、金融消息、国内要闻、国际要闻等，主要刊载上海及各
地工商与财政金融消息，介绍国外金融组织及其管理经验、中国存在的财政金融问题的探讨以及中国
银行业发展现状与革新的专论等，还编制各种财政金融、商业市况等统计资料。《银行周报》的创刊，
为同业信息交流和业务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上海解放后，当银行公会、银行学会分别向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办理移交手续时，《银行周报》自然

也被清理结束。１９５０年８月中国金融学会成立后，发行新的刊物《中国金融》，取代《银行周报》曾经
的地位，成为当时金融业中唯一的刊物。《中国金融》创刊号于１０月１日出版，其宗旨为“团结公私金
融从业人员加强学习，提高政策和业务水平的自我教育刊物”②。即《中国金融》成为行庄公司了解商
情、接受政府政策教育的媒介。这无疑也表明，《银行周报》停刊后，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与会员之间的
联系进一步疏远。

３．票据交换所被接收，金融业同业组织从此不再为同业的票据清算负责
上海票据交换所是在上海银行公会的积极推动下，于１９３３年１月正式成立。它的建立减少了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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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沄：《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金融”的使命》，《中国金融》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
《新书刊介绍》，《人民日报》，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６版。



行业票据清算的成本，并使清算效率大大提高，是上海金融现代化的重要标志。１９４６年６月由中央
银行批准认可，仍由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主办，公会的会员行庄绝大部分都是上海票据交换所的
交换或代理行庄。上海解放之际，票据交换所曾一度停业，但是考虑到便利各业票据收解，从１９４９年

６月２日起复业，但是由军管会金融处接管，并改组了票据交换所委员会。
金融业公会筹备会成立后，专门设立了票据交换所管理委员会，并管理票据交换所。１９５０年７

月上海票据交换所章程中明确规定：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依据组织规程设立上海票据交换所，办理全市
金融业票据交换事宜。但此时，由于１９５０年上半年金融风潮的爆发，大批行庄停业倒闭，交换所成员
迅速减少，而存留下来的行庄也一时陷于困境，无力负担交换经费，票据交换所正常的运作难以为继，
于是多次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接收”。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接办票据交换
所，使其成为包括公营、私营与公私合营金融机构在内的统一的票据交换中心。以往票据交换所由金
融业同业组织自行管理的时代结束，金融业同业组织又丧失了一项职能。

４．利率委员会解散，金融业同业组织不能再通过制订与调整利率以满足同业需求
利率的制订对金融机构至关重要，利率的高低变化直接影响到行庄的收益，利率被称为经济发展

的晴雨表，也是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金融市场的利率是由银行
业、钱业和信托业三业公会内部协商制订，并报中央银行业务局和财政部上海金融管理局备案的，其
实质上仍由三业公会自行制订。上海解放之初，市场利率还是由三业公会制订，只是改报军管会金融
处核准。然而由于不少私营行庄公司进行账外揽存和贷放，暗息屡禁不止，对利率行市有很大的影
响。为了加强对利率的管理，自１９４９年９月６日起，由银钱信托三业代表联合组成金融业利率委员
会，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代表列席每日的利率制订会议。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
行建立后，国家银行开始有自己的内部利率。同年１１月下旬起，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利率委员会运作
的领导，并通过调整国家银行的利率来影响三业公会所制订的利率，即通常在市场利率上扬时，国家
银行的利率要后一两天上涨，并保持比市场利率低一些；市场利率降低时，则国家银行的利率更迅速
地下调，但一般不低于市场利率。

１９５０年年初金融业公会筹备会成立后，虽然在设立的九个专门委员会中有利率委员会，但强势
的国家银行已拥有制订利率的权威地位，如当年４月初金融业公会筹备会主任委员项叔翔在写给副
主任委员王志莘的信中讲道：存于中国人民银行的私营行庄公司存款利率被调低，甚至远低于行庄公
司付给存户的利率，使各行庄公司“殊有不胜赔累之感”①。１９５２年６月，政府以命令的方式，决定统
一国家银行和私营行庄的对私放款利率②。此后又依据形势变化，接连调低利率，缩小存放利差，使
私营金融业对整个上海金融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在体制上的最后支点不复存在。所谓的利率委员会名
存实亡，金融业同业组织已不能通过控制利率的制订来满足会员行庄的需求。

另外，如前所述，到１９５１年年底，随着五个联合总管理处的相继成立，各行庄与政府的沟通也可
以抛开金融业公会，直接与所属联合总管理处的公股代表协议，金融业公会的中介地位和服务职能几
乎全部丧失，它的存在变得可有可无。

综上所述，金融业同业组织本身就是同业的服务性组织，其与会员行庄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也
离不开附属机构职能的维系。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和金融业公会虽然从性质上讲，仍然是金融业的同
业组织，但是在新中国政府对私营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下，其与私营行庄的关系必须由政府
重新界定，与政府的改造政策相符合。金融业同业组织原有的附属机构交由政府统筹管理，应是政府
改组金融业同业组织的重要步骤，也是减少其对私营行庄影响力的重要决策。随着同业之间研讨实
务的银行学会清理结束，沟通信息的《银行周报》宣告停刊，票据交换所移交中国人民银行，利率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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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叔翔致王志莘函》（１９５０年４月３日），上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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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金融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Ｓ１７２－４－１７７。



订改由国家银行掌控，等等，也就是说，经过改组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其原有的服务功能全部取消，其
所能做的只剩下一些在政府与同业之间上传下达的工作了，金融业公会对同业来讲基本上已无足轻
重。从三业公会并存，到金融业公会筹备会，再到金融业公会的成立，其实也是金融业同业组织职能
不断分化、削减的过程，在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尚未成立之前，金融业公会已经无所为而且不能为了，
最后只能以无所事事为由结束短暂的历史。
应当看到，新政府对同业组织的整理和对行业的整顿是同时并举的，但实际上，与私营金融业的

改造相比，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改造速度更快，从金融业同业组织在三年半的定位及职能转变中便可以
看出，在私营金融业整体消亡之前至少一年以上，它已经沦为无事可做的清闲机构了。从这个意义上
讲，金融业同业组织职能的早衰，会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有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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